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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儿童文学研究面临本质主义的批判和激进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问题之时，朱自强先生吸收借鉴了美

国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建构主义

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出现为儿童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其优越性和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有助

于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其二，建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其三，坚守凝视、谛视、审视

的三重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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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理论出现，对哲学、
文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儿童文学领域

则出现了反本质论，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思潮，本质

主义的旧传统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研究遇到了瓶

颈，近年来朱自强先生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儿童文

学本质论”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科

学的新方法，本文意在通过比较具体的学术实践来

验证“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优越性和合

理性。

一、由“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

近年来，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非历史的思

维方式日益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质疑，西方后现

代主义理论则为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提供了一种

崭新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陶东风对本质主义的阐释是比较精准得当的：

“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

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

（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

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１］也就是说，本质主义所

主张的“本质”是一种恒定的“实体”，是一种超越时

空的对象，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弊病渐渐暴露出来，２０
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理论出现，尤其是理查德·

罗蒂的“真理”观为建构主义取代本质主义提供了



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出“语言的

偶然”的观念，他认为：“实在界的大部分根本无关

乎我们对它的描述，人类的自我是由语汇的使用所

创造出来的……语言是被创造的而非被发现到

的”［２］１６。罗蒂提出一切对事物的描述都是一种隐

喻，人类无法通过超越语言与“实在”相对照而得出

“真理”，因此，所有试图认识“世界的本然状况”的

描述和真理都是无意义的。罗蒂主张“真理”不是

与世界相符，而是主体间的“协同性”，是一种交流、

碰撞、对话、商谈和协调，即“真理不能独立于人类

心灵而存在，因为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

不能存在那里”，“真理，和世界一样，存在那里———

这个主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２］１３。也就是说，

“真理”不同于现实的物质世界，它并不是有明确范

畴的具体化的“实体”，而是一种抽象的观念。

西方众多哲学家、文学家与罗蒂的“真理”观不

无相似之处。流行于英美大学的著名文化研究教材

《文化研究导论》有这样的观点：“取代本质主义的

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

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

‘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３］法

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人的本质———假如

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的、

普遍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范和

准则塑造而成的。”［４］

连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反

对把文学研究看作研究特定的明确的实体，他认为：

“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

的实体的看法，亦即类似认为昆虫学是研究昆虫的

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５］。

朱自强先生对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进行了深度

研究和严谨思考后，提出“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

质论”，他主张“本质是一个假设的、可能的观念，需

要由文本和读者来共同建构。在建构本质的过程

中，……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文化制约中，研究

者与文本进行‘对话’、碰撞、交流，共同建构某种本

质（比如儿童文学）的关系”［６］３５４。也就是说，“建

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认为“儿童文学”并不是

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观念，只有将“儿童文学”作为

一个观念去理解，才能回答和解决儿童文学基础理

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上的诸多重大问题。

二、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

中国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还是“现代”文学

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关键

问题，事关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王泉根先生和方卫

平先生认为儿童文学自古存在，王泉根先生直接提

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

的概念，方卫平先生把《小儿语》作为“儿歌童谣”的

例证，吴其南先生更是主张一部作品“是不是儿童

文学，主要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很明显，他们把

儿童文学当做一个“实体”来对待，是一种本质主义

思维，这样的思维方式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难

以解决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

与以上学者持不同观点的是朱自强先生，朱自

强先生主张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古代是没有儿

童文学的，而这一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其对“建构主

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坚持。

朱自强先生吸取借鉴了理查德·罗蒂的新实

用主义“真理”观，在此基础上，引入法国思想家布

尔迪厄的“文学生产场”这一观点，并参照福柯的知

识考古学方法，摆脱了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限

制，提出了作为观念和概念的“儿童文学”，另辟蹊

径地来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问题。

朱自强先生秉持着“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

论”，通过探讨儿童文学的“一整套社会机制”，对

“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和详

细辨析，发现“儿童与儿童文学都是历史的概念。

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历

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在人

类的历史上，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在西方进

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而没有‘儿

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

产生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

与一般文学不同，它没有古代而只有现代”［７］，“中

国的‘儿童文学’这一观念，是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代产生、发展

起来的。在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只有现

代”［６］３５０，继而得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结论，

对吴其南先生、王泉根先生、方卫平先生的“儿童文

学‘古已有之’”观点进行了质疑，有助于解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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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为中国儿童文学

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一系列学术问题得

以深化发展下去。

三、建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

站在“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学术立

场上有助于建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首先，朱自

强先生所主张的“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与

刘绪源先生所倡导的“本质论”和“建构论”融合的

理论方法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１９１６—１９７７）》［８］（以
下简称《史略》）的附录《“建构论”与“本质论”———

一个事关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中，刘绪源先生

抨击了杜传坤先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９］中

所体现出的“离开了本质论的建构论”，并且提出把

本质论和建构论相融合———“只有谦虚地承认既有

的‘本质’，充分尊重人性的和文学的传统，在本质

论的基础上尝试新的建构，我想，我们才有可能达到

新的境界”［８］２２７。实际上，他不自觉地运用了后现代

的建构主义方法，因此，刘绪源先生所倡导的“本质

论”和“建构论”融合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与朱自

强先生所主张的“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颇

有相通之处。

不仅如此，实际上，刘绪源先生的“时代精神”

与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本位”论有着相通的精神品

质。刘绪源先生是这样阐释“时代精神”的：“纯文

学要有先锋性———这也就是时代精神。这里的‘先

锋性’，既指文学形式上的，也指文学内容上的，也

就是，作品要给一个时代的文学带来新东西，要有新

突破。而且这突破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实现的，它不

是借文学作品说思想，更不是图解一个时期的政治

或政策（过去那些被称为有‘时代精神’而其实只是

图解概念图解政治的创作，其审美价值恰恰是最成

问题的）。”［８］同时，在《史略》中，刘绪源先生引用了

周作人先生的一些主张，如儿童文学是“为儿童

的”，他认为周作人先生“希望作家本人仍拥有‘赤

子之心’”即“使‘说自己的话’和‘为儿童’二者有

了交集”，这是“解决这一儿童文学最复杂的理论问

题的唯一方案吧”［８］２７。可以发现，刘绪源先生的

“时代精神”内在继承了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文学观，

即保持儿童心性和进行自我表现。另外刘绪源先生

还以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作为

衡量儿童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基于此，刘绪源先生

肯定了凌淑华的儿童小说集《小哥儿俩》，而对叶圣

陶的《稻草人》（指单篇童话）、张天翼的《大林和小

林》等等提出了质疑。

刘绪源先生倡导“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融合

以及建构儿童文学史中的“时代精神”，实际上与

“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是不谋而合的。正

是因为内在地持有“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

刘绪源先生才得以创新性地提出“时代精神”，也就

是“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从而在儿童文学观上

实现了与周作人先生的对接。

四、坚守凝视、谛视、审视的三重目光

站在“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学术立

场上才能具备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倡导

“本质论”和“建构论”融合的刘绪源先生便表现出

了对中国儿童文学史进行“真理”建构的努力姿态。

朱自强先生曾谈到：“刘绪源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

的思考，其思想是透彻的，其目光也是深邃的。我想

这与他坚持本质论研究立场直接相关，因为本质论

研究必然会具备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１０］

主张“本质论”和“建构论”融合的刘绪源先生表现

出了严谨深厚的文学史态度，他的《史略》“是要找

出此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来……给关注

某一时段文学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参照”［８］１２９。而备受

推崇的文学史学术著作也大多是具有“样式与秩序”

的，例如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先

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总能因

其深刻的洞见和内在的肌理给人以启示和体悟。

相反的，反本质论者否认事物具有本质，在做研

究时容易失去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甚至出

现学术失据的问题。吴其南先生在《２０世纪中国儿
童文学的文化阐释》［１１］（以下简称《文化阐释》）中

写道：“这些批评所持的大多都是本质论的文学观，

认为现实有某种客观本质，文学就是对这种本质的

探知和反映；儿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儿童

文学就是这种‘天性’的反映和适应，批评于是就成

了对这种反映和适应的检验和评价。这种文学观、

批评观不仅不能深入地理解文学，还使批评失去其

独立的存在价值。”［１１］６显然，吴其南先生对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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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进行了批判，站在了反本

质论的立场上，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失去凝

视、谛视、审视三重目光，可能出现一些学术失误，比

如关于对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本位论与杜威的儿童中

心主义的关系这一文学史事实的研究，吴其南先生

的观点便有待商榷。在《文化阐释》中有这样的叙

述：“杜威的儿童本位论主要是一种教育—教学理

论，在五四时的中国，经过周作人、胡适等鼓吹推演，

与文化人类学、‘复演说’相融合，才变成一种儿童

文学理论。”［１１］然而文中却又有这样的表述：“谁将

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译为儿童本位论，谁将儿童本

位论引入儿童文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

题。”［１１］书中吴其南先生并没有进行考证性研究，也

没有提供任何文献资料来说明周作人先生吸收借鉴

“杜威的儿童文学本位论”，却认定周作人先生的儿

童本位论是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表述，这样

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学理依据的。可见，只有站在

“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学术立场上才能

具备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如若失去这三重

目光则容易出现学术失误，不仅影响具体的文学史

事实，而且会影响宏观的文学史态度。

五、结语

２０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劈天盖地地涌
入中国，并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旧的儿童

文学本质主义理论受到强烈批判，在中国儿童文学

的研究遇到瓶颈之际，朱自强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儿

童文学理论素养和丰厚的儿童文学史知识储备，潜

心研讨西方前沿性理论成果，吸收借鉴了美国后现

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通

过“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融合，提出了“建构主义

的儿童文学本质论”，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出现

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新颖

的思路和方法，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

的方向和可能。“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对

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具

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珍贵的学术价值，理应成为儿

童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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